
中外法学 PekingUniversityLawJournal

Vol.33,No.4(2021)pp.1103-1119

行政决策成本效益分析的多重机制

陈 鹏*

摘 要 对行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虽有规范基础,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具有

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仍付诸阙如。理论界大多将成本效益分析等同于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

决策的成本和效果,继而以净收益来衡量行政决策正当与否的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但货币化

的成本收益分析既面临技术上的困难,又遭受价值层面的批评。虽然能够对货币化的成本收

益分析进行理论层面的辩护,并且可以通过改进其操作机制来弥补它的固有缺陷,从而使其仍

不失为一项可用的分析工具,但就当代中国的行政决策而言,亦应当重视成本有效性分析、可

行性分析等分析工具的补充作用,并基于不同的行政任务,综合运用各种分析工具,从而构建

多重的成本效益分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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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生活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这就要求理性的政府在作出决策之时,应当从经济效用的

角度考虑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早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便指出应“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晚近颁布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12条第3款则规定:“决策承办单位根据需要对决策事项涉

及的人财物投入、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成本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湖南省

行政程序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

见》、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市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实施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等地方层面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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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规范性文件也要求对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行政决策实施成本效益分析。可以说,在我国,

对行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已经具有了广泛的规范基础。〔1〕

关于行政机关在实践中采取哪些具体方法分析行政决策的成本和效益,目前并不十分清

晰。从海南省《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见》来看,并非所有的成本和效益都

被化约为量化的数字,如立法可能导致的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变化的情况也被列入“无形的耗

费”,而立法可能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情况、对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的

影响情况等也被归入了效益的行列。然而,伦理道德变化的潜在可能性应当如何影响决策?

公平正义是否会成为一张“王牌”,从而湮没对其他因素的分析? 若不能赋予这些抽象要素相

对明确的地位,则此种成本效益分析在实务当中恐怕很难操作。当前甚少观察到运用成本效

益分析对行政决策进行评估的实例,或许也部分地源于这种认知的不足。

在实务部门开始尝试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辅助决策的同时,法学界也对行政决策的经

济分析工具展开了研究。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大多针对的是追求决策净收益最大化的成本

收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有学者直接指出,立法的效益是收益除去成本后的净

收益。〔2〕虽然“成本收益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在语词上较为接近,但将两者等同起来似

乎有失偏狭。而对于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将行政决策的成本和收益

分别以货币化方式表达出来的分析方法。〔3〕总体上说,学者对于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倡导有余,反思不足。虽有学者探讨过此种分析机制的缺陷,〔4〕但尚不全面,也未指出弥补

这些缺陷的方法。

此外,法学界对其他经济分析工具的探讨亦不周全。例如,有学者引入两种颇具理

论创新性的分析工具,即被视作“成本—效能分析”的“寿命周期成本分析”,以及被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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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关于“行政决策”的概念能否容纳行政立法,目前学界似乎尚无一致意见,实定法的规定也并未统

一。本文为了表述便利,将行政立法视作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行政决策。
参见刘少军等:《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相关例证可参见于立深:“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行政法上的适用———以《行政许可法》第20、21条

为例”,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21页(值得注意的是,
于立深并未依照通行的译法,将cost-benefitanalysis译作“成本收益分析”,而是译作“成本效益分析”);席涛:
《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149页;蒋红珍:“政府

规制政策评价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36-144页;高秦伟:“美国规制影响

分析与行政法的发展”,《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第97-115页;赵雷:“行政立法评估之成本收益分

析———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6期,第132-145页;刘权:“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

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5-144页;郑雅方:“论我国

行政法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理论证成与适用展开”,《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第201-219页。
参见王学辉、邓华平:《行政立法成本分析与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3页;席

涛,同上注,第38-40页;赵雷,同上注,第138-140页;蒋红珍,同上注,第143页;刘权,同上注,第143页;
蒋银华:“立法成本收益评估的发展困境”,《法学评论》2017年5期,第99-102、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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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功能分析”的“价值工程”(valueengineering,VE),但对这两种分析工具与成本收

益分析之间究竟是替代关系抑或是补充关系,却并未给出答案。〔5〕又如,有学者曾提出

与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有所契合的分析方法,即计算某种手

段的损害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值,但却认为可以借鉴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计算不同规制手

段的损害和收益,〔6〕这便未能体察到在成本有效性分析中对决策效益的描述可以不必

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再如,有学者期待以多重标准分析(multi-criteriaanalysis)克服成

本收益分析的不足,〔7〕但实际上,多重标准分析不仅无法弥补成本收益分析的缺陷,其

自身的固有缺陷甚至更为明显,如决策成功的标准模糊不清、各个标准可能被重复计算、

对不同标准重要性的评估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感觉、完全不考虑“什么也不做”这一选

项、完全不考虑时间的价值等等。〔8〕此外,还有学者期待以脱离货币量度的主观福祉分

析(well-beinganalysis,WBA)或曰“幸福分析”(happinessanalysis)改造传统的成本收益分

析,以容纳“任何在现行社会规范下人们认可的价值增减”,〔9〕但主观福祉分析所使用的

定量评价受到量化区间之上下限的限制,〔10〕当前的科技也无法制造出完美的幸福指数

测量仪,〔11〕因而尚未真正进入各国行政决策实践。

本文首先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缺陷加以系统梳理,探讨这些缺陷如何被辩解以及如

何改进制度运作以弥补这些缺陷,继而描述成本有效性分析、经济可行性分析等其他分析工具

的补充性作用和局限,以展示成本效益分析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而描绘出基于不同行政任

务综合运用各种分析工具的多重分析机制。

二、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技术难题与价值困境

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乃是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行政决策的投入和产出,并以净收益来判

断行政决策妥当与否。但此种分析工具既面临技术层面的成本收益计算难题,亦陷入价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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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困境。

(一)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技术难题

1.成本计算的技术难题

在行政机关作出决策之前,所需要评估的成本通常包括行政成本、合规成本和间接成

本。〔12〕其中,行政成本包括作出决策以及监督决策的执行所耗费的资源,它主要由制定和执

行相关标准的部门承担,且受制于财政预算,因而在计算时较为容易。相比之下,合规成本和

间接成本的计算则较为困难。

合规成本是受规制者为了迎合决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计算合规成本的困难在于:首先,

合规成本方面的信息通常需要受规制者提供,这就导致其测算极易被受规制者所操纵。可以

想见,通常情况下如果企业不希望承受某一决策,则倾向于为决策者提供合规成本较高的信

息,诱使决策者放弃决策。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于不同的受规制者所承担的合规成本

可能有所差异,〔13〕如果面临低合规成本的企业可以获得竞争优势,或者合规成本构成新的企

业进入某一经济领域的障碍,则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者业已进入该领域的企业便会倾向于

提供合规成本较低的信息,以诱使决策者作出决策。〔14〕其次,竞争压力可能会迫使企业寻找

更为廉价的合规方式,且较高的合规成本也可能会诱发技术革新,从而抵消掉部分甚至全部成

本,〔15〕而企业和决策机构很难事先预料到这些结果,进而也可能会高估合规成本。

间接成本的牵涉面极为广泛,包括为了支持或反对决策而实施的诉讼或游说所产生的成

本;因受决策影响的领域经济活力下降而造成的放弃生产、贸易或消费带来的损失;由于某一

领域的高成本投入对整体经济造成影响,因而看似不相关的经济领域的活力也可能下降。〔16〕

可见,与行政决策相关的利益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可能产生间接成本,其计算也就颇为困难。

2.收益计算的技术难题

虽然成本的计算已困难重重,但通常认为收益比成本更加难以量化。〔17〕收益计算时常

采取“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这一媒介,即通过计算人们总体上愿意为达到决策

所期待的状态支付多少金钱来计算决策的收益。测算支付意愿的常用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种方法是“显示偏好法”(revealedpreference)或曰“享乐价格法”(hedonicpricing)。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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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57页。

同上注。

SeeJohnGraham,“SavingLivesthroughAdministrativeLawandEconomics”,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LawReview,Vol.157,No.2,2008,p.511.

SeeSydneyShapiroandRobertL.Glicksman,RiskRegulationatRisk:RestoringaPragmatic
Approach,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pp.106-107.

SeePatrickA.MacLaughlin,“IgnoringImplementationCostsoftheCleanAirAct:ACostlyMis-
take”,JournalofLaw,EconomicsandPolicy,Vol.7,No.1,2010,p.122.

参见奥格斯,见前注〔12〕,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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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假定人们在市场上的行为可以反映其偏好,也可反映其对于某种行政决策的价值几何

的判断。以旨在降低过早死亡概率的决策为例,常用的收益计算步骤是:首先计算降低一定量

级死亡风险的决策所能够拯救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数量,再借助人们购买降低风险的产品

的价格除以该产品所降低的风险量级,或者以高风险职业的工资溢价除以风险量级的差值等

方法来测算“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valueofstatisticallife,VSL),进而将两者相乘,得

出决策的总收益。〔18〕这种方法看似规整,却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技术差错。首先,准确运用

此种方法的前提是所有市场交易主体都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如劳动者对于不同工作风险量级

的认知与研究者的风险测算一致,〔19〕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交易价格未必完全由不同

行为之间的风险差异所决定,而是同时取决于市场交易主体的议价能力。〔20〕再次,此种方法

意在计算人们的支付意愿,但在工作场所风险等方面,实际上计算的是人们愿意因承担风险而

接受多少金钱,即计算的是“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而有研究表明,对于相

同的风险量级差值,人们的接受意愿通常要高于支付意愿。〔21〕

另一种方法是“表达偏好法”(statedpreference)或曰“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valu-

ationtheory),即借助调查问卷等方法,询问受访者愿意为达到某种决策效果支付多少金钱。

相对于显示偏好法,此种方法有若干优势:其一,该方法可用于不存在明显的市场交易活动的

领域;其二,由于调查者已经将相关信息告知充分受访者,因而可以避免受访者错误估计收益

的价值;其三,此种方法能够直接排除其他变量,更有针对性地测算人们对于某种决策效果的

支付意愿。但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受访者并不需要真的为某种决策效果支付金钱,因而其所

表达的偏好可能与其真正处于相关情境时的选择不一致。〔22〕

此外,两种测算方法也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

首先,两种方法当中的调查对象都可能面临情感方面的错误。对于显示偏好法来说,被调

查者需要对过去和未来的某种状态做出评价,但人类既不擅长预测未来感受,也难以准确记忆

过去某种情境带来的感受,如果被调查者在评估某种状态的价值时犯了错误,则收益计算自然

也不准确。〔23〕对于表达偏好法来说,由于调查对象缺少为没有市场交易可能性的物品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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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SeeW.KipViscusi,“EquivalentFramesofReferenceforJudgingRiskRegulationPolicies”,New
YorkUniversityEnvironmentalLawJournal,Vol.3,No.2,1995,p.434.

SeeMaureenL.Cropper,JamesK.Hammitt,LisaA.Robinson,“ValuingMortalityRiskReduc-
tions:ProgressandChallenges”,AnnualReviewofResourceEconomics,Vol.3,No.1,2011,p.317.

SeeShapiroandGlicksman,supranote15,p.100.
SteveP.Calandrillo,“ResponsibleRegulation:ASensibleCost-Benefit,RiskVersusRiskAp-

proachtoFederalHealthandSafetyRegulation”,BostonUniversityLawReview,Vol.81,No.5,2001,pp.
1022-1023.

SeeViscusi,supranote18,p.445.
SeeBronsteenetal.,supranote11,pp.1655-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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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验,自然也无法准确测算决策的货币化收益。〔24〕

其次,无论采取哪种测算方法,将收益货币化都会面临贴现率(discountingrate)的难题。

金钱具有“时间价值”,如果决策的全部或部分效果显现于未来,则收益的货币化价值相对于当

前而言便应打折扣。并且,社会的财富和科技水平日后均有望提升,从而使当前的决策效果在

未来可能不再那么昂贵,因而如果行政决策面向未来发生作用,则相对于当前而言,所获得的

回报也应相应打折扣。〔25〕为了应对此种情况,“贴现率”这一工具便应运而生。然而,以旨在

避免过早死亡的措施为例,如果选择7%的贴现率,则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会鼓励采取措施以拯

救当前的一条生命,而不是在300年后拯救6亿条生命。〔26〕正由于这种结果匪夷所思,不少

论者都对贴现率这一工具提出批评,认为这一工具忽视了社会对未来肩负的责任,〔27〕乃属未

征得同意便牺牲他人。〔28〕即便忽略这种道德批判,如何确定贴现率本身也面临极大争议。

正如凯斯·R.桑斯坦(CassR.Sunstein)所言:“任何特定的贴现率都很容易遭到人们质疑,人

们会提出合理的主张认为它太低了或者是太高了。”〔29〕

再次,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将决策收益予以货币化的一些前提性工作也不免遇到困难。第

一,以何种单位量化决策的效果可能存在争议。例如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而言,减少致命因素

所换取的预期寿命延长也有所不同,所以在计算某种安全措施能够带来多少货币化收益时,是

否不应测算该措施能够拯救多少生命,而是应当测算决策所能延长的总体“生命年”(life

years)? 若如此,则决策的货币化收益便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而是“统计学意

义上生命年的价值”(valueofstatisticallifeyear,VSLY)。〔30〕第二,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行

政决策往往还会额外产生正面或负面的附带性效果,这也使收益的计算更加立体、复杂。例如

建立湿地以处理废水,除能够提供清洁的水源外,亦能保护生物栖息地、提供娱乐和科学研究

的场所,〔31〕这便使得决策的收益额外提升。当企业需要为遵守某种安全规制而支付合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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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SeeFrankB.Cross,“NaturalResourceDamageValuations”,VanderbiltLawReview,Vol.42,

No.2,1989,p.317.
SeeCalandrillo,supranote21,p.1026.
SeeStephenClowney,“EnvironmentalEthicsandCost-BenefitAnalysis”,FordhamEnvironmen-

talLawReview,Vol.18,No.1,2006,p.123.
Ibid.,p.119.
SeeDouglasA.Kysar,“ClimateChange,CulturalTransformation,andComprehensiveRationali-

ty”,BostonCollegeEnvironmentalAffairsLawReview,Vol.31,No.3,2004,p.580.
(美)凯斯·R.桑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版,第281页。

W.KipViscusi,“RationalDiscountingforRegulatoryAnalysis”,UniversityofChicagoLawRe-
view,Vol.74,No.1,2007,p.227.

SeeRichardL.ReveszandMichaelA.Livermore,RetakingRationality:HowCost-BenefitAnal-
ysisCanBetterProtecttheEnvironmentandOurHealth,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pp.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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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便可能设法削减人力成本,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和贫困人群,由于贫困者通常无力将金

钱投用于提升安全和健康的产品或活动,因而从“越富有越安全”这一命题出发,该措施的收益

也被打折扣。〔32〕第三,科学的不确定性使得收益计算面临很大的误差和不确定性,甚至可能

被用来“粉饰行政机关真正的意图”。〔33〕譬如,唯有决策者确定降低某种物质排放水平可以

带来多大程度的健康提升,才能测算决策的收益。然而,人类接触有害物质的方式通常是长期

低水平暴露,但受制于研究条件,科学家只能从短期高剂量暴露的动物反应当中外推(extrap-

olate)低水平暴露的情况,虽然科学家开发了若干种外推模型,但并未形成共识,各种模型下

低剂量风险的计算结果可能千差万别。〔34〕

(二)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价值困境

除具体计算方面的难题之外,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还面临若干价值层面的困境。

首先,成本收益分析所使用的“支付意愿”这一分析装置本身与个人的财富状况息息相关,

它通常对富人的偏好估价较高,对穷人的偏好估价较低。〔35〕如此一来,对于性质上相同的决

策结果,富裕人群的支付意愿较高,而贫困群体的支付意愿则可能较低。如果严格适用成本收

益分析,那么将会因净收益较高而鼓励决策者在贫困群体聚集的地区设置有损于环境或安全

的设施,从而造成不平等。

其次,成本收益分析的货币化操作通常并不能完全反映社会主体的情感偏好和道德倾向。

例如,虽然从事高山滑雪运动、从事建筑工作以及饮用含砷的水招致的死亡率大体相同,但可

以料想,鉴于三种活动的自愿程度不同,政府也通过不同程度的规制性决策予以回应。〔36〕这

表明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时应当考虑某些质性因素,而非仅仅考虑哪种决策的净收益最大。

再次,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与放松规制的理念形影相随,西方国家的规制发展史也说明了这

一点。〔37〕然而放松规制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尤其在以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为

目标的社会性规制领域,放松规制的理念并不那么受欢迎。〔38〕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普遍

运用,便可能成为不适当地放松规制或规制怠惰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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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SeeCassR.Sunstein,“Health-HealthTradeoffs”,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63,

No.4,1996,pp.1543-1548.
参见洪延青:“藏匿于科学之后? ———规制、科学和同行评审间关系之初探”,《中外法学》2012年第

3期,第540页。

SeeHowardLatin,“GoodScience,BadRegulation,andToxicRiskAssessment”,YaleJournalon
Regulation,Vol.5,No.1,1988,p.98.

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5页。

SeeFrankAckermanandLisaHeinzerling,“PricingthePriceless:Cost-BenefitAnalysisofEnvi-
ronmentalProtec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Vol.150,No.5,2002,pp.1567-1568.

关于美国放松规制与成本收益分析政策实施历史的简要描述,参见席涛,见前注〔3〕,第57-61页。
参见孙吉胜:“美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分析和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4期,第6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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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即便成本收益分析未必意味着规制的怠惰,但由于复杂的分析过程本身需要耗费时

间和金钱,因而如果要求行政决策必须调适至符合净收益标准,则一定会导致决策的推迟以及

决策成本的增加,从而无形中影响决策的净收益,这就使得成本收益分析难以自洽。

最后,成本收益分析还面临伦理层面的批评。可以想见,在许多人眼中,并非所有的利益

都可以用金钱衡量,生命、健康、安全等时常被视作应当不惜代价予以保护的绝对价值。当政

府借助成本收益分析决定是否实施某种决策时,个人实际上是将自身的生命、健康等交予他人

之手予以权衡,其正当性疑虑更为突出。

三、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与改进

尽管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面临重重困难,遭受种种批评,但它直面资源的稀缺,可

以为特定的行政决策是否“划算”提供答案,甚至可以直接回答若干决策选项中何者更为“划

算”这一问题,因而仍备受重视。事实上,为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不乏其例,针对具体的

技术性难题,理论界也曾提出若干改进其操作的建议。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本身可被

辩护、可改进,或许也是其在当代行政决策中仍然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

(一)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

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相比其他分析工具,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更能强化行政决策的政治正当性。受行

政活动政治化、行政任务社会化、行政立法兴起、全球化冲击对国家主权的等因素影响,现代国

家的行政呈现出了“民主赤字”的局面。〔39〕并且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行政决策越来越多

地依赖于专家的多学科知识以及行政官僚的行政管理知识和经验,〔40〕普通民众在更为频繁

地承受行政决策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同时,愈发难以有效参与决策过程并表达自身的意

见和诉求,这也无可避免地动摇了行政决策的正当性根基。而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则可在

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补救。借助成本收益分析,决策者可以“授权每位公众对自己负责”,〔41〕

即通过测算民众对于决策效果的支付意愿或者接受意愿,将普通人的偏好融入决策过程,受决

策影响的个人于此过程中有机会为行政决策投出一张无形的“经济选票”,成本收益分析由此

成为践行经济民主的一种方式。〔42〕在这一层面上,成本收益分析也被视作“针对价值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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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参见王锡锌:“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第44-46页。
行政官僚具有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亦属于“专家”。参见金自宁:“跨越

专业门槛的风险交流与公众参与———透视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8-9页。
高秦伟:“‘科学’民主化与公众参与”,载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365页。

SeeNickHanleyandEdwardB.Barbier,PricingNature:Cost-BenefitAnalysisandEnvironmen-
talPolicy,Cheltenham:EdwardEdgar,2009,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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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过程”。〔43〕

第二,相较行政决策的其他分析工具,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透明度更高,更有助于提

升决策的理性程度。在实施成本收益分析之际,决策者应当展示所掌握的数据、所使用的假设

和对决策效果的预期,这使得外部监督和批评成为可能,由此可以避免闭门造车的决策失败,

特别是对于特殊利益诉求发挥过多影响力的决策机制而言,采用此种分析工具尤具意义。〔44〕

在某种意义上,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如此透明的方式运作,本身也是鼓励各方参与者围绕

决策当中的各个重要变量展开论辩,〔45〕最终促使全社会形成“规制理性”,推动政府审慎行

政。〔46〕

第三,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时常被批评为可能造成决策的不公正、不平等,然而此

种分析工具本身也有经济学理论的支撑,即契合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从而可以回应这一诘难。依照“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任何政府决策皆

不免同时造就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受益者之所得超过受损者之所失,从而可以使前者

在境况变好的同时潜在地补偿后者,则尽管特定群体的境况因该决策而变差,但由于社

会总体福利扩大,因而在整体上社会的境况也将变得更好。〔47〕不难看出,货币化的成本

收益分析同样是着眼于社会的总体净收益,因而与此种标准具有同样的关怀。不过,由

于单次决策仍然可能造成不公正,决策的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又只是一种潜在可能

性,因而能否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确保分配的公平性,也是必须直面的问题。对此,以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理论支持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学者认为,应当着眼于决策的

“长期、多次效果带来的均衡分布”,即“对某一人来讲,某次法规的社会冲击效果可能为

负,但下次通过的法规对其影响就可能为正,因而长期的多项法规的总和效果,对个人的

影响总体来看会趋向于均衡的分布。”〔48〕再者,对于在行政决策中运用货币化成本收益

分析可能导致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亦可采取更为直接的、更有效率的解决方式,即

在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之外引入独立的矫正机制,例如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或者税收来平

衡受行政决策影响的人群之间的得失状况,〔49〕而不必径自否定成本收益分析的作用。

第四,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被批评为无法反映社会主体的情感或者道德偏好,然

而在某些支持者看来,去情感化和道德无涉恰恰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优势。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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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参见郑雅方,见前注〔3〕,第210页。

SeeMichaelA.Livermore,“CanCost-BenefitAnalysisofEnvironmentalPolicyGoGlobal?”,New
YorkUniversityEnvironmentalLawJournal,Vol.19,No.1,2011,pp.160-161.

SeeNickHanleyandEdwardB.Barbier,supranote42,p.308.
参见郑雅方,见前注〔3〕,第204页。

SeeCalandrillo,supranote21,pp.980-981.
赵雷,见前注〔3〕,第136页。

SeeGraham,supranote14,pp.4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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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采取的是中立、普遍的标准,因此一方面,此种方法论层面的

约束使得决策者不能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证立那些单纯被行政官僚支持的无用的决策;

另一方面,由于成本收益分析乃是使用技术官僚式的话语对决策做出评价乃至批评,批

评者无需诉诸具有煽动性的政治攻击或道德抨击,便能够引发对无效决策的关注,因而

对于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参与者来说,此种批评也相对不那么具有威胁性。〔50〕

第五,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所面临的伦理层面的质疑也未尝不可被消解。仍以旨在降低

过早死亡风险的决策为例,桑斯坦即指出,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风险与金钱之间的权衡,

例如人们在决定购买汽车方面花多少钱时,实际上是在用金钱购买安全,如果减少风险的成本

过高,人们便不愿意承担;政府的决策也是如此,“如果政府允许多用途运载车以及小型节能汽

车市场的存在,它清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统计上的风险是否值得人

们去承担”,即便成本收益分析当中使用的各种统计数据不能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若没有

这些原始数据,任何寻求答案的努力都将是白费的”。〔51〕况且,在使用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

工具时,虽然表面上看来决策者是在评估每拯救一条生命要耗费多少金钱,但决策者实际上评

估的并不是生命本身的价格,而是将致命风险降低至特定水平的价格。〔52〕

(二)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改进

成本收益分析的坚定支持者也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加以改进,

以尽可能摆脱制度运作的某些困境。

第一,为了解决公众表达支付意愿时面临的信息不足、情感预测错误等问题,并为测算成

本或收益时不可避免的裁量决断提供正当性依据,可以在成本收益分析过程中适时引入慎议

(deliberative)的公众参与程序。慎议的公众参与程序的操作方式包括:在采取条件价值评估

法测算公众的支付意愿之时,为确保公众审慎、理性地表达支付意愿,行政机关可构建普通公

民与专家互动的机制,如随机抽取人员与各类专家展开讨论,然后向决策者和公众提出决策建

议,或采取类似于民意调查的方式,要求受访者在与专家面谈或听取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之间

的对话前后,分别回答同样的问题,从而识别出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答案之变化,进而将其视

作公众获得充足信息并充分参与后的得出的结论。〔53〕而为了应对贴现率选择的难题,行政

机关也可以要求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采纳不同贴现率的合理性加以解释,公众在听取解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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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SeeLivermore,supranote44,p.161.
参见桑斯坦,见前注〔29〕,第156-158页。

SeeCassR.Sunstein,“TheRealWorldofCost-BenefitAnalysis:Thirty-sixQuestions(AndAl-
mostAsManyAnswers)”,ColumbiaLawReview,Vol.114,No.1,2014,p.182.

SeeJenniferNou,“RegulatingtheRulemakers:AProposalforDeliberativeCost-BenefitAnaly-
sis”,YaleLawandPolicyReview,Vol.26,No.2,2008,pp.61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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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的基础上,在专家所提供的贴现率范围内做出选择,以形成共识。〔54〕这样一来,慎议的

公众参与程序便为普通公民提供了修正其偏好的机会。〔55〕

第二,应当充分考虑行政决策所产生的难以通过货币化方式呈现出来的积极效果,从而避

免低估行政决策的收益,避免成本收益分析成为规制怠惰的托辞。这意味着,当某种行政决策

的货币化收益小于成本时,考虑到情感等质性因素的存在,也未必不可作出这一决策。不过,

情感等质性因素毕竟处于“以收益证立成本”这一规范要求的结构之外,如果不对此种因素考

量加以限制,则必然会影响不同行政机关决策的一致性,弱化对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约束,减损

行政机关成本收益衡量程序的明确性和透明度。〔56〕因而在制度层面,当某种措施相对于其

他备选方案净收益较小甚至为负值时,决策的制定者至少应担负解释义务,阐明为何非量化收

益应被特别重视,为何应当采取该措施。〔57〕

第三,由于在行政决策作出之前实施成本收益分析会导致决策迟延,甚至会徒耗行

政资源,因此决策者应当将成本收益分析工作的重心从事前分析转移到事后审查,并随

之调整决策,从而既可以使决策更为及时,又能较少耗费分析资源。〔58〕这意味着至少应

当在事前计算决策效果的同时,辅以某种事后机制,来检验事前的计算是否准确以及决

策达成预期目标的程度,使决策者能够吸取教训、复制成功经验,以便提高日后事前分析

的质量和前瞻性。〔59〕

第四,由于分析者预测客观事实的能力并不完备,且在采用何种贴现率、何种收益测

算单位等问题上始终存在较大争议,因而展示出决策收益可能的最大和最小值,辅之以

中位数标准,〔60〕或者测算最大最小值范围内不同收益结果的发生概率,〔61〕是较为务实的收

益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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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57〕

〔58〕

〔59〕

〔60〕

〔61〕

Ibid.,pp.622-624.
SeeJenniferNou,supranote53,p.606.
SeeMichaelA.Livermore,“ABriefCommenton‘HumanizingCost-BenefitAnalysis’”,Europe-

anJournalofRiskRegulation,Vol.2,No.1,2011,p.15.
参见赵雷,见前注〔3〕,第132-145页。

SeeShapiroandGlicksman,supranote15,pp.167-172.
SeeLivermore,supranote56,p.16.有学者指出,理论上讲,可以借助我国《行政许可法》第

20条中规定的许可评价制度,从经济效益与行政成本等角度,对行政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这两种机制

进行定性或者量化比较。参见卢超:“事中事后监管:理论、实践及反思”,《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第

785页。此一思路即与将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事后评价机制有所契合。

See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2011ReporttoCongressontheBenefitsandCostsof
FederalRegulationsandUnfundedMandatesonState,Local,andTribalEntities”,2011,pp.19-21,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omb/inforeg/inforeg/2011_cb/2011_cba_report.
pdf,lastvisitedon22January2021.

SeeSunstein,supranote52,pp.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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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性分析工具与多重分析机制的构建

虽然可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予以理论辩护,也能改进其操作方式,但并不能完全解决成

本收益分析面临的所有问题。为此,便需要在运用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同时,引入其他补充

性分析工具,构建多重的成本效益分析机制,以弥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不足。

(一)补充性工具I:成本有效性分析

成本有效性分析常与成本收益分析相混淆。〔62〕事实上,两者的任务并不相同。成本收

益分析乃是比较决策的收益与成本孰高孰低,或不同的决策选项中何者收益最高。而成本有

效性分析则是测算出每一单位决策效果所耗费的成本,例如每清洁一平方公里的水体、每避免

一例过早死亡、每增加一年人均寿命所耗费的成本,在决策所要达到的效果目标既定的情况

下,抑或决策所能承受的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成本有效性分析可以辅助行政机关在不同决策选

项中加以选择。

在实施成本有效性分析之时,决策成本的计算虽然与成本收益分析相同,亦面临同样的问

题,但决策的效果却不需要通过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如前所述,成本的测算难度通常低于收益

计算,因此仅在免于货币化决策效果这一点上,便使得此种分析工具具备了以下优势:第一,它

可以避免货币化决策效果时所面临的伦理争议和难题,从而不会有损决策的道德正当性。第

二,由于采取更为直观的决策效果表达方式,行政系统内部的官员和民众都可以事后审视决策

的效果是否与事前的计算相一致,〔63〕从而使决策更加公开、透明,也更有利于对决策进行监

督。第三,以非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决策的效果,亦简化了分析步骤,从而不会像成本收益分

析那样招致严重的决策迟延。

尽管成本有效性分析具有某些优势,但它本身不能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毕竟,成本有效性

分析并不能够为判断某一行政决策本身是否“值得”提供答案,它的作用在于比较不同的决策

选项何者更可取。即便决策的成本极高,但收益极低,也与成本有效性标准无关。如果只存在

一种决策选项,成本与效果的比例数值更是无法提供决策指引。有经济学家曾试图提出单一

决策是否符合成本有效性检验的标准,如每一单位决策效果的成本达到何种金额时,决策是可

以接受的,〔64〕但类似的建议也未必具有说服力。再者,不同的决策选项通常在成本和效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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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SeePeterHuber,“TheOld-NewDivisioninRiskRegulation”,VirginiaLawReview,Vol.69,

No.6,1983,p.1084.
SeeKathleenH.WhiteandJosiahNeeley,“WhoRegulatestheRegulator?:Cost-EffectivenessA-

nalysisinTexasStateAgencyRulemaking”,TexasTechAdministrativeLawJournal,Vol.14,No.2,

2013,p.420.
SeeThomasJ.Parisi,“HowMuchDidYouPayforYourHeart:IsaCentralizedEntityPerform-

ingHealthTechnologyAssessmentwith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theAnswertotheRisingCostsofHealth
Care?”,Jurimetrics,Vol.49,No.3,2009,pp.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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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区别,在借助成本有效性分析加以抉择时应当采取何种标准,并不存在共识,除非某一

措施成本最小且效果亦最好,否则很难决定应当选择哪一措施。相比之下,成本收益分析则能

够提供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即应当选择净收益最大的措施。〔65〕

此外,成本有效性分析也面临一些与成本收益分析类似的困难。譬如,如何确定决策效果

的量化单位? 决策的附带性效果如何进入考量过程? 科学的不确定性如何解决? 如何将情感

等难以量化的质性因素考虑在内? 对此有论者指出,应当建立公开、透明且包含了事后审查机

制的决策程序,使不同的分析路径和非量化因素都能够在此种慎议程序中被考虑。〔66〕

总体而言,成本有效性分析虽然不是打开理性决策之门的万能钥匙,但它与成本收益分析

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可以从不同侧面为行政决策提供指导。

(二)补充性工具II:经济可行性分析

经济层面的可行性分析(feasibilityanalysis)是行政决策的另一种分析工具。

在我国,对行政决策展开可行性分析已经存在一定的规范基础。如《价格法》第23条、国

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10条第(2)项和第19条第1款、《国务院工作规则》第

25条等皆要求注重相关政府决策的可行性。然而,当前我国学者论及可行性分析时,多是从

抽象的整体意义上理解。〔67〕就实践的情况来说,也正如高秦伟所言,对立法进行的可行性分

析,大多只是强调与国家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和与上位法的不抵触性,即以合法性分析为主,此

种可行性分析并不完整。〔68〕

事实上,当代行政法理论所论及的行政决策的可行性,包含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两个

层面,其中经济可行性分析能够被置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框架当中,成为行政决策经济分析的一

种工具。所谓经济可行性分析是指,当某种决策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经济紊乱时,该措施便不具

有可行性,其指标包括受规制企业的合规成本与该企业的年利润或营业额之间的比例、可能因

决策而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决策所可能招致的失业规模等。〔69〕需要说明的是,该分析工具

当中的各种指标并不具有确定的标准,而是有赖于决策机关的裁量判断,即便是可行性分析的

支持者也承认这一点。〔70〕再者,相比成本收益分析而言,经济可行性分析既非更严格,也非

更宽松,毋宁说这一分析工具可以发挥成本收益分析力有不逮的作用,即考虑受决策影响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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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68〕

〔69〕

〔70〕

SeeWilhelmineMiller,LisaA.RobinsonandRobertS.Lawrence,ValuingHealthforRegulatory
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Washington,D.C.:TheNationalAcademiesPress,2006,p.36.

Ibid.,pp.156-157.
相关例证可参见杨红:“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研究———以文本分析为视角”,《甘肃政法学院

学报》2013年第6期,第90-96页;崔卓兰、陈瑜:“构建行政规章自我评价的法律机制”,《社会科学战线》

2014年第6期,第183-185页;单民、陈磊:“博弈与选择:以实名制遏制网络言论犯罪的可行性分析”,《河北

法学》2015年第9期,第29-37页。
参见高秦伟:“行政许可与政府规制影响分析制度的建构”,《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9期,第63页。

SeeGraham,supranote14,p.443.
SeeGraham,supranote14,p.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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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整体成本承受能力。例如,即便某一行政决策的货币化收益大于成本,也有可能因招致大

规模经济紊乱而不具有正当性;相反,即便某一决策的收益小于成本,但如果总体成本并非不

可接受,则该决策也未必不可实施。

在支持者看来,除了能够将成本承受能力纳入考量,从而弥补成本收益分析的缺失之外,

经济可行性分析还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它能够容纳成本分配方面的因素,从而有助于作出更

为合理的决策。例如,一如前述,根据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一项旨在降低企业污染物排

放、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决策,由于会导致企业合规成本的增加从而诱使企业削减人力成本,

因而在“越富有越安全”的语境中,该措施的收益也要打折扣,使其可能无法通过成本收益分析

的检验。但可行性分析的支持者却指出,为了符合限制排污的决策要求,企业需要安装和运转

相应的设备,从而需要雇佣更多的人员。〔71〕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个人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

之后,财富的增长对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72〕因此,虽然这一部分

合规成本的消耗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层人员高薪的降低,但却可能为失业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

机会,同时也不会减损高薪人员的健康状况。〔73〕于是,只要企业的合规成本不会导致其无利

可图或停业,该措施便是可行的。〔74〕此时,成本的分配赋予了此种可行性标准以正当性。相

反,若采取成本收益标准,则当货币化的成本高于收益时,那些本可以增加就业人数,使更广泛

的人群更富有、更健康的措施,便得不到支持。〔75〕第二,成本收益分析涉及了复杂的收益计

算,因而很容易为行政机关的宽泛裁量披上科学的外衣,从而降低决策的可归责性(accounta-

bility)。相比之下,在采取可行性分析之时,尽管行政机关可能对何为“大规模停业”等问题保

有裁量权,但可行性分析本身可以提供足够的相关信息,供监督者审视。〔76〕

当然,经济可行性分析也不免受到批评。由于它完全没有将决策收益纳入考量,由此可能

导致过度规制和规制不足。〔77〕其中,规制不足的问题尤受关注。围绕这一问题,经济可行性

分析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受到批评:

第一,以经济可行性标准排除本可实施的规制,并不具有充足的正当性。当行政决策的收

益在性质上极为重要,且决策本身符合成本收益标准之时,如果其所造成的经济紊乱虽属过于

昂贵的成本,但也并不是那么不可抗拒(compelling),那么该决策在可行性分析的指引下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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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75〕

〔76〕

〔77〕

SeeDavidM.Driesen,“DistributingtheCostsofEnvironmental,Health,andSafetyProtection:

TheFeasibilityPrinciple,Cost-BenefitAnalysis,andRegulatoryReform”,BostonCollegeEnvironmentalAf-
fairsLawReview,Vol.32,No.1,2005,p.35.

SeeThomasO.McGarity,“ACost-BenefitState”,AdministrativeLawReview,Vol.50,No.1,

1998,p.46.
SeeDriesen,supranote71,p.67.
SeeDriesen,supranote71,p.35.
SeeDriesen,supranote71,p.68.
SeeDriesen,supranote71,pp.79-81.
SeeGraham,supranote14,pp.44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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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实施,便难以令人信服。〔78〕

第二,经济可行性分析可能使决策者错误地放弃那些本应优先实施的规制措施。例如,当

行政机关同时实施多个决策会对某一群体造成过于严重的影响时,如果单纯依照可行性标准,

只考虑各个决策的成本,而完全不考虑每一决策的净收益,那么行政机关实际上无从判断应当

优先实施哪一项决策,从而可能错误地排列决策实施的次序。〔79〕再者,如果完全以经济可行

性作为行政决策的标准,则决策的“先来后到”亦可能造成决策优先性方面的困境。例如,若某

一规制性决策通过了可行性分析的检验从而付诸实施,但此后行政机关发现另一需要规制的

更为严重的现象,而按照可行性分析的标准,由于企业已经承担了前一种决策带来的成本,其

利润大幅减少,以致于无法同时承受针对另一现象的规制,此时决策者只能放弃实施后一种规

制,这显然是荒谬的。〔80〕

平心而论,上述批评不无道理,但经济可行性分析至少能够从不同角度为行政决策

提供参考。

(三)基于行政任务的多重分析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政策性文件和法规范当中所提及的“成本效益分析”本身

可以具备丰富的规范内涵,它可以不仅仅指代我国学者所倡导的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还可容

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可操作性的成本有效性分析以及经济可行性分析。简言之,对行

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不能仅仅依赖某种单一的分析工具,尽管每种分析方法都存在局限,

都被认为遗漏了对于决策而言重要的信息,但通过不同分析方法之间的相互补充,行政决策的

正当性与有效性也可望提升。

进言之,可以根据行政目标和任务的类型化区分,综合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并对不同分析

工具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权重加以调适,形成多重的行政决策成本效益分析机制。

首先,若行政决策乃是以防止危险、保障安全、维护公众生命健康为目标,可首先依照成本

收益分析之结果,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各个决策选项的成本均高于收益,无法通

过成本收益分析的检验。此时,由于行政目标和任务相对重要,且对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保

障进行定价本身面临正当性拷问,因而成本收益分析不应成为全无变通空间的刚性标准,即便

某些决策选项的货币化成本略高于收益,且不存在能够使决策进一步正当化的质性因素,实施

该决策也未必全然背离理性。但此类决策本身应当能够通过可行性分析的检验,即应确保实

施该决策不会导致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或人员失业等经济灾难。若这一标准得以满足,则受决

策影响的企业可能会为了合规而雇佣更多人员,从而使成本和收益的分配这一因素被潜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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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Graham,supranote14,p.446.
SeeGraham,supranote14,p.446.
SeeJonathanS.MasurandEricA.Posner,“AgainstFeasibilityAnalysis”,UniversityofChicago

LawReview,Vol.77,No.2,2010,p.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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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决策效果当中。同时,如果存在多个决策选项,则可以基于预设的决策目标之范围(如期

望减少因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死亡的人数)或者既定的成本之范围,进一步通过成本有效性分

析筛选出最具效率的决策,以弥补可行性分析无法为决策优先性提供答案的缺憾。第二种情

形是,如果多个决策选项本身皆符合净收益标准,那么不应当以这些决策不具有经济可行性为

由拒绝实施。若决策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紊乱,则应当通过减免税收、社会保障、提供补偿

等方式,弥补受决策影响的企业或个人的损失。此时有必要注意的是,在对不同决策选项开展

成本收益分析之时,也应将潜在的政府财政负担计入决策成本。同时,决策者亦可另行借助成

本有效性分析来判断不同决策选项中何者效率最高。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对于现代风险社会而言,防止危险、保障安全、维护公众生命和健康并

不仅仅依赖传统的规制行政等手段,给付行政于其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上述第二种情形实际上

已经触及了这一问题。因此,相比传统的秩序行政,虽然给付行政在成本一端的测算包含了更

多的政府直接支出,但此种支出决策所意在实现的目标与下述第二种行政任务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围绕此类决策展开的成本效益分析,也仍然应当采取与危险防止型规制行政相同的模式

和方法。

另需注意的是,虽然对于大多数旨在防止危险、确保安全的决策来说,货币化的成本收益

分析可以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第一步,但是,在若不及时采取措施便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失的

紧急情况下,由于成本收益分析在收益一端的测算过于复杂从而不免耗时过长,因而决策者应

当适时放弃此种分析工具。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行政决策不偏离理性的轨道,决策者仍然应

当在确保不会导致决策过度迟延的前提下,对不同的决策选项开展一定程度的经济分析,从而

作出最为适宜的选择。此时,若多个决策选项皆具有经济可行性,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经济紊

乱,则应当在既定的决策目标或者决策成本范围内,通过成本有效性分析选取单位成本效用最

大,或者单位效用成本最小的手段。

其次,若某一行政决策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那么,由

于行政任务本质上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因而无论相关行政决策采取规制手段抑或给付手段,

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应当成为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即行政决策的货币化收益原则上应

当高于成本。同时,按照可行性分析的标准,如果一项旨在增进人民福利、推动社会发展的行

政决策虽然符合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之标准,但却会造成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或人员失业,实

施此一决策则难谓妥当。对于能够满足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和经济可行性分析之标准的若干

决策选项,成本有效性分析可以为哪一选项最有效率提供答案。尤其对于那些成本主要由政

府财政而非社会主体直接承担的行政决策而言,由于财政支出的额度规模通常可以确定,成本

有效性分析于此便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五、结 语

不可否认,相比采用单一的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多重分析机制会导致决策过程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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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复,对于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而言,是否应当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对行政决策实施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不无疑问。但正如有学者在阐述发展中国家是否适于

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时所指出的: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加经受不起产生社会净成本的措

施。〔81〕因此,从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出发,对行政决策开展完备的经济分析极具积极意义。

况且,就当代中国行政决策过程的现状而言,经济分析机制的应用显然并非过多,而是过少。

因此,行政决策者应当尽可能全面认识行政决策的各种成本效益分析工具,把握各种工具的应

用场景,从而灵活、妥当地加以运用。

Abstract:Thereisthenormativebasisforconductingcost-performanceanalysisonadministrativede-

cision-makingsinChina,butjudgingfromthecurrentpractice,operableimplementationplansremain

absent.Scholarsgenerallyequatecost-performanceanalysiswithcost-benefitanalysiswhichmonetizes

thecostsandtheeffectsofadministrativedecisionsandregardsnetbenefitsasthecriteriaforjudging

whethercertaindecision-makingscanbejustified.However,cost-benefitanalysisbasedonmonetization

methodsfacesboththedifficultyatthetechnicallevelandthecriticismofvalue.Monetizedcost-benefita-

nalysismaybedefendedtheoretically,anditsinherentdefectscouldberemediedbyimprovingitsopera-

tion.Therefore,itremainsausableanalyticaltool,intermsofadministrativedecision-makingincontem-

poraryChina.However,weshouldalsoattachimportancetothesupplementaryfunctionofothereco-

nomicanalysismethodssuchas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andfeasibilityanalysis,andutilizevariousan-

alyticaltoolscomprehensivelybasedondifferentadministrativetaskstodevelopmultiplemechanismsof

cost-performanceanalysis.

Key Words:AdministrativeDecision-making;Cost-performanceAnalysis;Cost-benefitAnalysis;

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Feasibility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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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SeeLivermore,supranote44,pp.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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